
◎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研究

主持人语：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城市逐步历经了从以

“生产场域”为主导到以“都市生活”为中心的转变，其间不仅产生了纷繁错落的多元社会生活共同体结

构，汇聚了光怪陆离的不同文化沟通符号，而且还不停地上演着异彩纷呈的各种日常生活戏码，使得各

种原本区隔甚至矛盾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蓄其中。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奇迹也伴生了社会文化危机的挑

战，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目光及研究旨趣汇聚于城市治理和转型发展之上。

在城市社会治理与转型发展过程中，国家力量和阶层结构无疑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无论是基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塑造出城乡二元分治结构，还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与“ＧＤＰ 主义”的追逐，
创造出高速发展的“城市奇迹”，抑或是在城市经济利益再分配和城市社会秩序重构中重塑国家与社会

以及阶层与个体的关系，以及通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对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积极介入，国

家力量和阶层结构这只看得见的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参与甚至是形塑着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宏观结

构与微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认识其在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成为我辈身处“大都市”的社会

学者所面临的历史重任。为此，我们特组织几位社会学者来共同讨论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角色”、

“阶层结构”与“转型发展”问题。这些讨论，不仅将上海这一代表性城市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展示在读者

面前，更体现出我校青年社会学者能立足实证，见微知著，通过具体而鲜活的案例分析，在理论与现实的

对话中来展现对城市社会治理与转型发展趋势的深刻领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军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
———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

文　 军　 李珊珊

　 　 摘　 要：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文化资本在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比较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运作逻辑，可以探究文化资本的

代际传递如何塑造了阶层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过程。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

父母在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通过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实现了文化

资本的“三重再生产”，体现在孩子身上就是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不同。研究表明，父母和孩子都是

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再生产的参与者，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明确了阶层之间的界限，加剧了阶层之间的

差距和不平等，导致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甚至阶层壁垒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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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意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决定个体阶层地位（职业）获得的因素逐渐从先赋性要素向自

致性要素转变①，阶层地位的直接传递性显著下降，其阶层地位的获得越来越依靠教育成就（资格证

书）②，而教育成就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又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③。家庭背景对教育成就和阶层地位

获得的影响很大程度是通过作为中介机制的文化资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发挥作用④，因此文化资本在
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等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⑤。当前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固化，阶层之间的

流动减少⑥，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显著增强，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

差异日渐凸显，表现在收入、消费、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而文化（尤其是文化资本）

上的差异更能形成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这就引发我们思考：文化资本如何发挥作用？或者进一

步说，文化资本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研究中最具困扰性的

议题之一。

文化资本最早由布迪厄在研究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提出，用来解释为什么出身不同社会阶层的孩

子会取得不平等的学术成就，并阐释为“社会特定的值得追求和拥有的象征性财富工具”，划分了具体

化 ／身体化的（ｅｍｂｏｄｉｅｄ）、客观化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和制度化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三种形式。⑦此后，迪马乔
用“地位文化参与”（ｓｔａｔ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⑧来解释文化资本，包括拥有的高雅艺术品、对高雅活动
的参与和对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等，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和阶层区隔的标志⑨。虽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

和阶级式的定义，仍有不少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经验研究。瑏瑠还有一些学者从广义上使用文化资本的

概念，采用“非正式学术标准”（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扩展为“文化资源”（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瑏瑡包
括：父母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活动、营造的家庭氛围、家庭和学校的关系（父母对学校活动的参与）等。瑏瑢这

都是国外学者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定义，那么，西方话语中的文化资本在中国有多大适用性或者说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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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如何理解文化资本？①对文化资本本土化内涵的明确是本研究进行的基础。国内学者从最初将

文化资本理解为父母的教育程度，逐渐扩展到家庭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的文化氛围等。②

本文也是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资本，在父母和孩子两代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既包括父母的教育期望、营

造的家庭文化氛围（父母的阅读习惯、生活品位等）、参与的高雅文化活动（听音乐会、看画展、话剧等）

和学校活动等，也包括体现孩子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文化资本等。

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是指父母的文化资本作用于子代的过程，也就是说子代获得的文化资本与父

母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密切关系。然而，文化资本在阶层之间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的”（ｕｎｅｖｅｎ）特征③，
这是产生特殊效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的根源④，一般表现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拥有的文化资本就
越多，反之亦然。因此，文化资本成为家庭优势传递的途径之一，是社会阶层地位维持的重要工具，通过

文化资本自身的传递逻辑和作用机制可以充分体现。

长期以来，文化资本研究中一直存在“文化再生产理论”（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和“文化流动
模型”（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两种理论论争。在“文化再生产理论”者看来，家庭是获得文化资本的主
要来源，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而文化资本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而

“文化流动模型”支持者则认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伴随整个生命历程，与家庭背景关系不大，社会下层群

体可以通过逐渐积累文化资本而实现阶层跨越，因而文化资本更有利于社会下层群体。两种理论在不

同国家都得到了相应的经验支持⑤，表明文化资本的作用存在异质性，一方面是由于文化资本本身概念

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文化资本作用环境的差异性，即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

比较两种理论，前者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后者则关注了行动者的能动性。两者的分歧主

要在于：文化资本究竟是社会上层维持阶层地位的工具还是社会下层群体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可利用

的手段？近年来，既有学者对文化资本的作用提出质疑⑥，也有学者发现文化资本同时发挥着再生产和

流动的作用⑦。那么，文化资本在中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改革开放尤其是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现象愈加严重。文化资本作用的发
挥主要表现在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两方面：从教育获得来说，文化资本有利于提升各教育阶段

３０１

文军等：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不管是大众还是没有对文化资本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一直对文化资本存在一种误读，理所当然的将文化资本理解为贵族式的

高雅文化，认为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拥有的一种资本。其实，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化资本的概念一直在进行扩展和“下移”，不仅指被

误读的高雅文化。

相关研究可参见：Ｗｕ Ｙｕｘｉａ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１９９６”，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８，Ｖｏｌ．５１，Ｎｏ．１，ｐｐ．２０１２２７；刘精明著：《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７６—２８４页；孙远太：《文化资本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上海居民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肖
日葵：《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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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学机会①，但在接受教育的层次上呈现出阶层差异，一般表现为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子代接

受的教育层次越高②；从社会地位获得来说，文化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有着稳定且持续的作用，文化资

本存量越多，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对各阶层同样呈现不同的解释力③。最初的经验研究证实

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流动模型在中国同时存在，但近几年不管是理论探讨还是经验研究都认为文化

再生产理论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

为什么文化再生产理论更适合解释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这首先与文化资本的作用途径和机制分

不开。以往研究主要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探究了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途径。具体而言，家庭是

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场所，“在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再生产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④；文化资本丰富的

家庭，父母既通过“有意识地”行为（如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等）传递文化资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如自

身的阅读习惯等）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因此从家庭中获得相对较多的文化资本（包括与个人行为偏

好、态度习惯等有关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及书房、藏书、艺术品等客观化文化资本）。与童年相比，成人

后新习得的惯习将会缺少一种舒适的感觉并且对文化资本的掌握和熟识度都不够⑤，从家庭中获得的

文化资本可以保证孩子在学校被接受而不是被排斥⑥。学校本身也不是一个中立机构，学校教育客观

上是一种符号暴力，目标就是要实现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或者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⑦。学校代表的

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对统治阶层文化的认可，掌握一定文化资本的学生在学校课堂表现和考试成绩

上会表现得更凸显更容易得到老师的认可。因此，学校成为披着“合法化外衣”传递社会不平等的机

构。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期以降，国际学术界称之为“影子教育”（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⑧的补习教育在中国
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以考试分数为导向的教育制度。家庭的文化资本会影响“影子教育”机会

的获得，来自文化资本丰富家庭的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较高，在质量上也占据优势，能够帮助孩

子提高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进而获得升学机会和就业机会的优势。“影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

充，逐渐成为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外，阶层优势代际传递的另一条途径，继而维持了文化和社会再

生产⑨。

从目前研究来看，有学者分析了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再生产”瑏瑠，也有学者阐释了学校教育和“影子

教育”的双重再生产作用瑏瑡，却没有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考察文化

资本代际传递过程中再生产作用的发生。然而，当前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有些文

化资本很难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获得，随着“影子教育”的日益普及，三者将共同构成文化资本的

再生产过程，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充分理解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和作用机制，从而降低了文化资本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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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Ｖｏｌ．９７，Ｎｏ．６，ｐｐ．１６３９
１６５７；王有生：《补习教育：一类不可忽视的教育现象》，《上海教育科研》１９９７年第 ６期。

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吴愈晓、黄超、黄苏雯：《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薛海平：《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影子教育的视角》，《教育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育和社会再生产的解释力。此外，已有研究对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关注较少①，因此无法回答文化资本

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造成阶层之间的差异。因此，通过考察文化资本的作用途径来探究阶层之间的差

异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被塑造构成了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基于此，本文对上海市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展开了经验调查②，分别访谈了孩子在读小学

的 ２０个家庭③，主要考虑到：一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递都需要时间，孩子早期的社会化会产生更为
深远的影响，越早获得文化资本越有利于孩子成长；二是学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从重视高等教育

的获得逐渐转移到中考、小升初乃至幼升小阶段的教育，家长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

线”④，对孩子教育的重视阶段发生了“下移”，而且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能

力，可以对自己和父母的情况进行简单介绍。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阶层的差异如何通

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被建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差异又如何进一步塑造了教育过程的

不平等以及社会阶层再生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研究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及其作用机

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教育和社会不平等，对教育公平政策的制定和缓解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具有重

要意义。

二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表现⑤

改革开放后，家庭背景在教育获得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⑥，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呈现资源转

化与文化再生产并存的模式⑦。以往研究揭示了不同阶层子女由于教育机会获得差异而导致的教育结

果不平等，但忽视了教育不平等发生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也就是父母的文化资本传递给子代的过程。我

们认为，恰恰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层差异塑造了教育不平等及社会再生产。美国社会学家拉鲁通过

多年的田野调查，发现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导致父母采取不同的教育模式，中产阶层家庭通常采用“协

作培养”（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方式，工人阶层家庭主要采用“成就自然成长”（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的方式。⑧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传递文化资本时会采取怎样的方
式？笔者从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三个场域———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详细探究了文化资本代际传

递过程中呈现的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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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等：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肖日葵从高雅文化排斥机制（学校老师或其他权威机构对学生的认可）和人力资本机制（子女获得在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能

力等）两方面呈现了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参见肖日葵：《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关于阶层的划分有很多标准，且尚存在很多争议，本文无意介入有关阶层划分之争，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标准界定本文的研究对

象。本文以家庭为单位，采用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客观标准来划分两个阶层的家庭。将中产阶层家庭界定为：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

至少有一方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至少有一方从事白领类型的工作，家庭年收入达到 ３０ 万以上的家庭；将工人阶层家庭界定为：在一
个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学历都在本科以下，都不从事白领类型的工作且年收入在 ３０ 万以下的家庭。笔者就是根据这样的标准在上海市
展开了经验调查，对符合条件的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虽然说这样的划分存在很多弊端，比如说家庭年收入在 ３０ 万以上但夫妻双方的
学历都没有达到本科及其以上的家庭就没有被列入研究，但采用这样的标准已经可以相对清晰地划分两个阶层。

出于时间和成本的考虑，这 ２０个家庭中我们只访谈了夫妻中的一方以及孩子。
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这部分很多经验材料来自笔者 ２０１７年 ７月在上海市暑托班担任志愿者时所做的访谈，笔者根据观察先初步判断孩子可能所属

的阶层，通过孩子与家长取得联系并根据客观标准确认家长所属阶层。笔者发现，中产阶层父母非常乐意接受访谈（没有出现拒访现

象），并希望能够与笔者共同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工人阶层父母有一半左右拒绝接受笔者访谈，认为这对教育孩子没有帮助，并且会

浪费他们的时间。虽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被拒访是常有的事情，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各自对孩子

教育的观念和态度。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１９４０—２００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３期。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１９６６—２００３）》，《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ａｒｅａｕ，“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Ｖｏｌ．６７，Ｎｏ．５，ｐｐ．７４７７７６．



　 　 （一）家庭教育：文化资本的直接传递

家庭是孩子获得文化资本的第一场所，最初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对个体的教育成就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通过家庭社会化过程，具有不同文化资本的父母对教育的偏好在两代之间得以传递和内化。

笔者从父母的教育期望、自身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教育投入以及家庭互动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在家

庭场域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传递文化资本的差异表现。

第一，父母的教育期望（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早在上世纪 ６０年代末，威斯康星学派最早提出将“教育期望”
纳入家庭背景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①教育期望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既与父母的

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等客观因素有关，也同父母本身对教育的价值观念和教育成就动机等主观因

素相关。②一般来说，父母的教育程度③和社会经济地位④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就越高，从而会影响到

孩子自身的教育期望⑤以及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⑥。笔者的调查发现，中产阶层父母普遍有着较高的教

育期望，在他们看来孩子读本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从“上大学”转向“读名校”，从

“在国内读”向“出国读书”转变。“大学希望他在国外读，并不是说国外的教育是好的，只是觉得说，我

们让他出国读大学的前提是让他冲击常春藤学校，就是说我不希望他随便找个二三流大学，随便去读，

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他在国内去读稍微好一点的大学（ＪＺＷＴ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８）。”对工人阶层父母来说，他
们的教育期望有所提高，并且意识到教育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但他们对孩子的期望还是停留在“能上大

学”就可以了，而对于上什么样的大学没有过多要求。“希望孩子能读到大学，本科专科都可以，替自己

去看看大学长什么样（ＪＺＧＬＪ２０１７０７２９）。”但是，他们现在还处于教育期望建立的阶段，对孩子的教育
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由此可见，两个阶层在教育期望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教育期望的动

机；二是教育期望的程度；三是教育期望的行为表现。虽然两个阶层的父母都有较强的教育期望，但在

教育期望上的具体差异仍会加深阶层之间的差距。这与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

第二，父母自身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有研究表明，父母的阅读习惯比参加高雅文化活动对孩子

的文化资本影响更大⑦，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好的阅读习惯⑧。中产阶层父母在接受教育

时读书较多，现在也保持着阅读习惯，并且会读一些教育和心理方面的书籍，阅读这一行为本身对孩子

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父母也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们现在约定每天都有阅读时间的，

这个习惯大概从二年级开始（ＪＺＷＴ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８）。”工人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极少数有阅读
习惯，“即使读书，也是用手机 ＡＰＰ 看看小说（ＪＺＰＢ２０１７０７３０）。”兴趣爱好方面，中产阶层父母（尤其是
父亲）比较喜欢运动，他们表示也会经常与孩子一起运动，这是他们（尤其是父亲）陪伴孩子的重要方式

之一；工人阶层父母很少有兴趣爱好，但在家中却有玩手机、看电视以及打牌等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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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可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Ｓ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Ｖｉｍａｌ ｐ．Ｓｈａｈ，“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７，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ｐｐ．１２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Ｓ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Ｖｉｍａｌ ｐ．Ｓｈａｈ，“Ｐａｒ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８，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２，ｐｐ． １９１２０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ｅｗｅｌｌ，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Ｏ． Ｈ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Ｏｈｌｅｎｄｏｒｆ，“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０，
Ｖｏｌ．３３，Ｎｏ．６，ｐｐ．１０１４１０２７。

徐水晶、周东洋：《教育作为阶层代际传递的中介作用研究》，《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９期。
杨春华：《教育期望中的社会阶层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的关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
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青年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Ｎａｎ Ｄｉｒｋ Ｄｅ Ｇｒａａｆ，Ｐａｕｌ Ｍ．Ｄｅ Ｇｒａａｆ，Ｇｅｒｂｅｒｔ Ｋｒａａｙｋａｍ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Ａ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Ｖｏｌ．７３，Ｎｏ．２，ｐｐ．９２１１１．
周晓虹团队 ２００４年关于“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结果显示，与非中产阶层相比，中产阶层更喜欢书刊阅读。具体而言，在阅读习惯

和书的种类方面，中产阶层有 ３３．３％的人经常阅读经济 ／管理 ／理财类书籍，而非中产中只有 １１．４％的人经常阅读此类书籍，从不阅读的
人达到 ５８．３％。参见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９７、２７７页。



第三，父母的教育投入，主要包括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在家庭内部文化资本的有效传递，不仅取决

于文化资本的存量，还取决于能够用到文化资本上的时间，尤其是母亲的闲暇时间。①总体来说，中产阶

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多的时间投入。中产阶层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很多时间，包括监督孩

子完成作业并给孩子检查作业、与孩子一起阅读、给孩子安排充实丰富的周末和假期生活，参观各种场

馆和外出旅游等。工人阶层父母很多迫于生活压力，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上，在陪伴和照顾孩子上

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下班回家后非常累，就想早早睡觉，有时候上夜班都见不到孩子（ＪＺ
ＳＹＴ２０１７０７２０）。”同时，由于工人阶层父母缺少对孩子的直接陪伴，他们会让孩子自己看电视、玩手机
或者出去玩来“打发时间”；②而中产阶层父母却倾向于亲力亲为，对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进行了严

格限制。③此外，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相互转换，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离不开资金投入。不可否认，

中产阶层父母因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优势对子女有更多的教育资金投入，包括给孩子购置文化产品

（书籍、词典、文具用品等）、学校学费支出、课外活动支出等；而工人阶层父母因本身经济能力有限而表

现得更加“理性”，对每一笔投入都精打细算，“基本上我感觉没有多少钱是专门用于教育投资的

（ＪＺＷＳＹ２０１７０７２２）。”并认真衡量资金投入后潜在的收获和利益再考虑是否投入④。
第四，父母与孩子的家庭互动。中产阶层父母会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孩子沟通交流，与孩子相关的

事情多与孩子“商量着来”⑤；但工人阶层父母表示，“现在孩子太小，什么事情都不懂，听从家长的安排

肯定没错（ＪＺＬＹ２０１７０８０６）。”在言语方面，中产阶层父母多采用鼓励和讲道理的方式对孩子进行规训，
工人阶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中充满着批评⑥。尤其在孩子犯错误时，中产阶层父母多采用“减少奖励（比

如说答应给孩子买的礼物不买了、出去玩的计划推迟等）”的“惩罚措施”，主要让孩子知道为什么犯错以及

如何改正等，很少采用体罚的手段，“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过体罚，我们家里整体上是平和、温和型，没有体罚

现象（ＪＺＺＹＳ２０１７０８１９）。”工人阶层父母依然持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看法，面对孩子犯错误时很难控制
自己的情绪，所以会直接动手打孩子或采取其他体罚措施。此外，与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投入时间较多相

一致，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多与孩子沟通互动的时间，对孩子的成长了解更全面。

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文化资本传递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也会影响到父母文化资本在学校和

教育机构的作用，最终在孩子身上得到体现。

　 　 （二）学校教育：文化资本的间接传递

学校是文化资本传递的另一重要场所，孩子在家庭中获得的优势必须经过学校进行制度化确认才

能被社会认可。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发挥了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传播知识和技能，促

使人们进行适应特定文化传统的社会化，实施文化再生产作用；第二，发挥社会再生产功能，强化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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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等：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 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２５３．

有研究表明，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长度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关，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看电视时间比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孩子

少，用在与阅读有关的时间多，而阅读对学业成绩的提高有直接促进作用。参见：Ｓａｎｄｒａ Ｌ．Ｈｏｆｆｅｒ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Ｆ．Ｓａｎｄｂｅｒｇ，“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ｐ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０１，Ｖｏｌ．６３，Ｎｏ．２，ｐｐ．２９５３０８。

工人阶层家庭孩子的时间更多属于自己，而中产阶层家庭孩子的时间更多属于整个家庭。

举例来说，笔者访谈的中产阶层家庭孩子中，大部分孩子都不知道自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的花费，而很多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

却很清楚地知道并很快地告诉笔者参加这个辅导班多少课时、每节课多少钱，一共要上多少节课等等，还有一个出身工人阶层家庭的孩

子告诉笔者，“我妈妈说，平常给我在外面报辅导班一节课要 １００块以上，一学期下来要不少钱呢，哪有去暑托班划算，两个月下来还不到
２０００块，吃饭什么的还都解决了。”

比如说，参加辅导班时，父母会带孩子去试听多种类似的同类的课程，根据孩子的喜好选择其中一种；外出旅游时，会问孩子想

去哪里，尽最大可能满足孩子。当然这不是说家长会放纵孩子，而是给予孩子一定的选择权，就像前文所说，在父母认为不利于孩子成长

的方面，家长还是进行了严格限制和控制。

举例来说，工人阶层父母会把工作中的不愉快带到家中，间接表达为对孩子说话的语气不友好。另外，如果孩子考试成绩不理

想父母也会有更多的责备。



资本的不平等分布；第三，为这种不平等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①那么，在中国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教育

制度下，文化资本在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文化资本在学校内部（比如课程安排、教

师水平、同辈群体）产生的影响而忽视这些差异很大程度是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父母的文

化资本也能在学校场域发挥作用进而对孩子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

层父母在学校场域中传递文化资本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父母对孩子就读学校的选择。中产阶层父母在孩子学校的选择上表现出极大热忱，

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私立小学（尤其是双语学校）成为中产阶层父母首选②，

但由于私立小学的竞争非常激烈，有严格的选拔过程，录取率非常低。③如果没能进入私立小学的中产

阶层孩子，家长会通过购买学区房或者其他方式，为孩子选择相对满意的学校。“之前有报过私立学

校，但是私立学校的招收、面试是海选，录取率非常低，后来考虑就近原则，选择上公立学校，这所学校也

非常不错，排名很好，在徐汇区公立学校里大约排名第五（ＪＺＺＸＬ２０１７０７１０）。”但对工人阶层父母来说，
他们很少考虑过孩子的学校选择或者根本没有选择，对于上海本地人或者已经获得上海户口的新上海

人一般让孩子去户口所在地的学校，而没有取得上海户口但在上海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外地

人”④，他们的孩子只能进入为农民工子弟开设的学校，而且孩子们还面临着回原籍参加中考以及高考

的风险。为什么学校的选择成为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代际之间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优质资源

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有限的，不同学校在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基础设施、生源以及升学率等方面都存在

较大差别，中产阶层父母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各方面都更具优势而在学校选择上“抢占

先机”。随着教育阶段的深化，学校在学生学业成就的取得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一个阶段的教育质

量与下一阶段的升学密切相关。学校老师也表示，“知识水平高的家长，还是特别希望孩子从小接触的

朋友和他一样优秀，毕竟环境很重要（ＸＸＬＳＳＸＦ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另一方面体现在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父母文化资本的传递不仅存在于家庭教

育中，也发生在学校教育中。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同样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一般来说，家庭的社会

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会更多地参与到学校教育中。⑤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主要包括家长会、

家委会、“校园开放日”和志愿者活动等。具体来说，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都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

愿，但在实际参与行为中却存在差距。⑥例如家长会这种传统家校联系活动，两个阶层的父母参与度都比较

高。而在日常与老师的交流以及其他活动中，工人阶层父母通常处于被动状态并且参与情况明显比较少，

“对孩子在学校表现的了解情况，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除非老师主动联系的情况下，我会被动回

应，其他时间，我一律无视（ＪＺＷＳＹ２０１７０７２２）。”这既与家长自身工作繁忙等有关，也可能是在参与学校教
育的过程中，学校在一定程度忽视了来自较低阶层家长的参与能力，被忽视的家长转变为被动参与，最终

可能放弃参与。⑦对中产阶层父母而言，与老师的交流和参与学校活动更加积极主动，不放过任何可能与老

师交流的机会，既通过书面作业的批改了解孩子的学业情况，也会在接送孩子时通过与老师的简单交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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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ａｖｉｄ Ｓｗａｒｔｚ，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１９０１９１．
很多家长表示，有些公立学校现在过于强调“素质教育”，条条框框太多，不利于孩子思维的发展；而私立学校在重视学生成绩

的同时，也注意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能为孩子进入下一阶段教育打下基础。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几所优质小学的报录比统计如下：虹口上外附中：２０ ∶ １，上海实验小学：６７ ∶ １，闵行区协和双语学校：１４ ∶ １，徐汇
盛大花园小学：３２ ∶ １。参见：搜狐新闻转载自“去哪学”公众号，“去哪学”公账号通过调查 １２８０位上海家长，发现 ９８％以上都在抢跑。

笔者访谈的工人阶层家庭中，有 ３个家庭属于这类情况，父母在年轻的时候来上海打工，经过多年的打拼已经有了不错的收入，
但由于自己本身教育程度不高，加之上海房价太贵和政策性原因，没有获得买房资格，但他们确实已经脱离了农民工阶层。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ａｒｅａｕ，“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Ｖｏｌ．６０，Ｎｏ．２，ｐｐ．７３８５．

在学校教育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时常会出现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不一致的现象，比如说有较强的参与意愿，

但没有实际的参与行为；也有实际参与了学校活动，却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愿。参见吴重涵、张俊、王梅雾：《是什么阻碍了家长对

子女教育的参与———阶层差异、学校选择性抑制与家长参与》，《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何瑞珠：《家长参与子女的教育：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阐释》，《教育学报》１９９９年第 ２期。



晓孩子近期的在校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阶层的父母都表示自己的学校教育参与主要是配合老师的

工作，互动最多的是班主任老师，只有当孩子某一学科出现问题时才与任课老师联系，大部分家长不会与

学校领导直接沟通，这与国外中产阶层父母过度参与学校活动或者对孩子的学校教育进行干涉是不同

的。①不管是与老师交流还是参与学校活动，父母对学校教育参与越多，对孩子的学校和生活情况了解得就

越多，与家庭教育配合得就更紧密，从而有利于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学校表现，反之亦然。

　 　 （三）“影子教育”：文化资本的补充传递②

在义务教育阶段，某些有助于学生在学校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文化资本是很难从家庭和学校中获得

的，而“影子教育”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为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和多种才艺的获得提供了可能途径，与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互为补充，成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新途径。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因自身

职业、教育观念、家庭收入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在利用“影子教育”传递文化资本时也呈现差异，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父母对“影子教育”的态度和目的动机。父母对“影子教育”的态度会影响到他们采取的行动

和孩子能否参加“影子教育”。从笔者的访谈来看，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对“影子教育”都是支

持的态度，但“影子教育”对中产阶层家庭来说更为普遍，“现在上辅导班是标配了，你应该这样问，有不

上辅导班的吗？我们家孩子上的算少的了。同事的孩子无一幸免，这是普遍的、百分之一百二的现象

（ＪＺＮＳＴ２０１７０７２３）。”就父母让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动机来看，工人阶层父母有些是因为孩子无人
照看而送到教育机构，有些是因为学校老师的推荐或者跟风其他家长，并且很多持有这样的观点，“把

兴趣当成特长，将来可能发展为孩子的职业”。中产阶层父母希望用“影子教育”来弥补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的不足，他们认为很多兴趣爱好的培养需要时间的积累，这在一定程度能够培养孩子“持之以

恒”的品质。同时能让孩子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并转化为学业成绩的优势以及将来竞争的筹码。当

然不能否认中产阶层父母也存在从众、攀比的心理。父母动机的不同会影响孩子参与情况以及通过

“影子教育”获得的收益。

其次，父母资金和时间投入不同导致孩子参与机会和数量上的差异。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和有效

维持不平等假设对学校教育机会和质量获得的解释不同，孩子“影子教育”的获得很大程度取决于父母

的资金和时间投入。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但参与“影子教育”是有偿收费的，也就是说

家长要在学校教育之外负担额外的费用让孩子参加“影子教育”。中产阶层父母比工人阶层父母有更

高的经济收入，孩子在“影子教育”的参与中有更多的机会。③除了资金上的投入外，孩子参与“影子教

育”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比如接送孩子、上完一个辅导班快速赶往另一个辅导班、有时候需要陪

孩子一起学习等，这些客观因素就会导致孩子参加“影子教育”数量的不同。笔者访谈的 ２０ 个家庭中，
大部分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每学期只参加一个学习类、一个兴趣类的辅导班；而对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

来说，一学期同时参加五个左右的辅导班都不算多。④

再次，父母为孩子选择“影子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中产阶层父母为孩子选择“影子教育”的形式多

样灵活，根据孩子的情况以及课程需要选择一对一形式或去辅导机构，比如说选择由外教教学的篮球

课、通过网络课程与外教交流学习英语等；与孩子参与“影子教育”的数量多相一致，中产阶层为孩子选

择的“影子教育”涉及各种内容，既有直接提高学业成绩的奥数英语类辅导班，也有提高身体素质的体

育班以及提高内在修养的乐器班。与为孩子择校一样，中产阶层父母对教育机构也是“精挑细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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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依据香港浸会大学傅理研究社的调查拍成的纪录片《没有起跑线》。



教育机构的资质以及老师严格把关。相比之下，工人阶层父母为孩子选择的“影子教育”形式比较单

一，一般在家或者学校附近为孩子报一个辅导班，很少会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内容主要是英语类辅导班

和大众类乐器班，在教育机构的选择上也没有花费太多心思。

虽然目前学界对“影子教育”是促进还是阻碍学业成绩尚未达成统一看法，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出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利用“影子教育”传递文化资本时确实存在很多差异，中产

阶层父母很多的做法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优势。在我们看来，“影子教育”同样也是进行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从而维护了现有的阶层状况。

三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产生的影响

中产阶层父母和工人阶层父母在进行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有不同的行为表现，

这些都会在孩子身上有所体现。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子代的受教育情况、职业获得和社会地位来衡量代

际传递情况，由于本文研究家庭的孩子尚处于小学阶段，我们还不能判断孩子将来获得的教育成就和职

业，只能根据孩子现有的文化资本进行可能性的预测，并以此来分析代际传递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但同

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代际传递对整个过程的施动者父母的影响。接下来，笔者分别讨论了文化资本的代

际传递对孩子及父母的影响。

　 　 （一）孩子的文化资本：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获得

不同阶层的孩子在父母的熏陶和教养下有不同的表现，但孩子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积极

参与者①，他们的行为表现同样体现并延续着阶层的差异和不平等。孩子拥有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认

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体现出来，而这两种能力在个人教育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中都具有重要影

响。笔者根据收集的资料详细展现了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孩子的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

力，更全面地考察了文化资本在子代身上如何进行再生产。

１． 认知性能力（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认知性能力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一直被认可且受重视，包
括语言、阅读、写作、数学、科学、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技能②，并通过孩子的课堂表现、语言表达和考试

成绩体现出来。从课堂表现来看，中产阶层的孩子听课格外认真，能够积极主动与老师互动，敢于表达

自己的想法。相比之下工人阶层的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出“一动一静”两个极端，要么非常安静地坐在座

位上，很少主动发言；要么与周围同学说话，扰乱课堂秩序。老师也表示，“家庭条件比较好、父母文化

程度较高的孩子上课精力很集中，很会听讲，与家长对他的教育很有关系，说明她家长就是一个很自律

的人；还有些孩子一堂课很难坚持下来（ＸＸＬＳＳＸＦ２０１７０６１２）。”这与笔者参与观察得到的结论一致。
从语言表达来看，中产阶层孩子的优势非常明显，他们在与老师、同辈群体或者其他人交流时表现得非

常自信，尤其在英语方面，由于他们很早就接受各种英语培训又受到父母影响，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较

好；而工人阶层的孩子很少被父母带出去接触各种场合，当面对人群时会显得有些胆怯，语言表达不够

流畅，虽然他们也去英语辅导班，但还是局限在传统的书面英语，不能进行口语表达。很多工人阶层的

孩子跟笔者反映了在英语学习方面的困难，“我最担心的就是英语成绩了，妈妈特意给我报了辅导班，

但我还是不敢跟同学用英语交流（ＨＺＧＬＪ２０１７０７２４）。”而中产阶层的孩子就没有这方面担忧，并把英
语看成自己的优势。从考试成绩来看，笔者访谈的中产阶层孩子的成绩处于中上等，而工人阶层的孩子

多为中等或中等偏下。虽然笔者访谈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学校之间也存在差异，孩子们的成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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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但可以根据不同阶层父母的文化资本传递方式和教育投入以及孩子自身的学习表现、参与“影

子教育”情况等，我们可以做出大致判断：在同一所学校中，中产阶层孩子比工人阶层孩子更容易取得

较好的考试成绩，这能为下一阶段或者更远的升学考试打下基础。另外，笔者发现考试成绩对不同阶层

的孩子有不同的看法和衡量。①在中产阶层孩子看来，成绩在班级中上游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而工

人阶层的孩子却没有这样的要求，“成绩还可以，在班里能考到 ２０多名，我们班 ３０多个人，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差。爸妈觉得也还可以，也没有要求考到前几名（ＨＺＷＳＹ２０１７０７２１）。”不管是经验研究还是
理论探讨都证实了认知性能力在学业成就和职业获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来看，中产阶层的孩

子比工人阶层的孩子在认知性能力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２． 非认知性能力（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非认知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布迪厄所说的惯
习（ｈａｂｉｔｕｓ），是个体所具有的性情倾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体现在小学阶段的孩子身上就是个体对
自身的教育期望和内在品质。进入后工业社会，非认知性能力在预测一个人能否成功中发挥的作用愈

加重要。②对中产阶层孩子来说，在父母的熏陶和影响下从小就有大学的概念，并怀有向往之情，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教育期望，“我妈妈是谢菲尔德大学毕业的，将来我也要出国读书。（ＨＺＰＷ２０１７０７０９）”而
个人对自己的教育期望是预测最终教育获得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中产阶层孩子在父母的精心培育

或者通过“影子教育”获得某些特殊的品质，比如说参观博物馆，不仅仅是参观而是听详细的讲解和参

与其中的课程，小小年纪已经游历过多个国家，这些都会让孩子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此外，“影子教

育”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中间会遇到各种困难，在克服困难的同时磨砺了意志培养了持之以

恒的精神，这些都是成功所必须的品质。对工人阶层的孩子来说，他们对自己的教育期望参差不齐，有

些希望能够读大学，但缺乏明确的认知，“我才不读到本科，读到大学就够了。大学不算本科。大专跟

大学差不多，就一个小段而已。我肯定想读大学，因为大学舒服，大学出来工作的话也比较好。

（ＨＺＷＸＹ２０１７０７１９）”有些希望读到专科就可以了。就内在品质而言，工人阶层的孩子比中产阶层孩
子要懂事，他们更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但同时也会因为害怕让父母担心或者被父母批评而出现撒谎、犯

错误后不敢承认，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概括而言，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在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工人阶层家庭的孩

子，这既是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等外界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也与孩子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目前学界

对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哪种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其实本质上是在探讨文化资本

再生产的内在机制。如果认知性能力发挥更大作用，说明不同阶层孩子的最大差别表现在考试成绩方

面；而如果非认知性能力发挥更大作用，代表的是阶层惯习的逐步形成，这就会进一步扩大阶层之间的

差距，阶层之间的流动将更加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化资本在子

代身上也进行了再生产。

　 　 （二）对父代的影响

虽然代际传递是父母主动实施的传递行为，但传递行为同样会对其本身产生影响。由于父母的阶

层位置不同，采取不同的传递策略对父母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对中产阶层父母来说，虽然他们比工人阶层父母有着更多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是先天就具有优势的

阶层，很多人都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了现有的社会地位，因此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地位危机

感，格外重视子代文化资本的获得。同时，代际传递的影响也呈现双面性：一方面，为自身地位的维持提

供了可能途径，孩子小时候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不仅会让父母内心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或者

１１１

文军等：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

①

②

孩子们对考试成绩的看法应该是一种非认知性能力，但在这里是由考试成绩这一认知性能力衍生而来，所以笔者放在认知性能

力这一部分进行了讨论。

Ｊａｍｅｓ Ｊ．Ｈｅｃｋｍａｎ，Ｊｏｒａ Ｓｔｉｘｒｕｄ，Ｓｅｒｇｉｏ Ｕｒｚｕａ，“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ｐｐ．４１１４８２．



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更可以让他们根据孩子现在的表现对将来进行预测，这都成为孩子将来可能获

得不低于他们父母辈社会地位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知道，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有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有助于孩子成长的同时也增加了父母的压力，比如说参加各类“影子教育”、夏令

营或者假期游学活动都需要昂贵的费用，可能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与周围的亲朋好友进行攀比谁

家孩子参加的“影子教育”种类多、孩子获得的证书多才艺多成绩好，如果孩子稍微落后一点就会焦虑，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疯狂追赶，在我们看来，中产阶层家庭呈现文化资本“过度传递”的特征。而中产阶

层父母大多工作繁忙，对孩子投入过多势必会影响事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父亲的收入足够支

撑一个家庭，给妻子和孩子比较舒适的生活，即使这个女性之前有着较高的学历不错的收入也会选择放

弃职业成为全职妈妈，①表明女性再次回归家庭，不可避免会影响就业结构，在此不做详细论述。部分女

性之所以这样做，既是由于很多私立学校在对学生面试的同时也会对家长进行面试，这些学校希望孩子的

母亲是全职妈妈，可以更全面细致地照顾孩子；同时也是这些女性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自身的选择。

对工人阶层父母来说，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对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递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

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存量不多，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时代的

发展进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掌握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辅导孩子，为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在与

学校老师的互动中把老师当作权威，对孩子的培养过于依赖学校，认为孩子的培养是学校的责任，家庭

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同时又因为职业、学历较低而产生自卑心理，在与老师沟通过程中不能进行“平

等的对话”。三是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金钱支出，包括学费、辅导班、培训班的费用等，对于本身并不富

裕的工人阶层父母来说这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如果对孩子教育投入过多，很有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的生活

困难，所以工人阶层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入时，会多方面权衡利害关系做出“理性选择”。

四　 总结与讨论：社会阶层的潜在化再生产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体学业成就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再生产的

重要概念和理论。自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概念后，学术界对文化资本发挥的作用莫衷一是。我们认为，

比起回答文化资本是发挥流动还是再生产的作用，反倒更应该去关注文化资本作用的具体过程和机制。

以往关于文化资本的研究中，对文化资本的作用过程和机制重视不够而不能很好地回答文化资本发挥

着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

通过比较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传递机制，本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确

实存在阶层差异，在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的传递过程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和阶层烙印，最

终实现了“三重再生产”。具体而言，首先，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文化资本存量不同，孩子通过家庭教育也会

积累不等量的文化资本；其次，学校教育为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用武之地，并把孩子通过家庭教育获得

的不等量文化资本进行了合法化；再次，“影子教育”的阶层化参与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三重再生

产”最终作用在孩子身上就表现为认知性能力和非认知性能力的不同，并影响到孩子的学业表现和教育获得。

同时，孩子自身也是这场教育不平等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行为表现也在进行着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阶层的流动和地位获得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资本

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很多中产阶层就是凭借文化资本的积累取得了现有的社会地位，实现

了阶层的跨越，很明显地可以发现，文化资本在中产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了流动的作用。那

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工人阶层的孩子能否像现有的很多中产阶层一样实现社会流动？普特南近期对

美国的研究表明，进入 ２１世纪，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面临的人生机会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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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层家庭的研究就发现，日本的中产阶层大多为“职业主妇”或“教育妈妈”，近几年这
种现象也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发展壮大。参见［美］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会阶层成为人生际遇获得的主要因素，美国梦已经破碎了①。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拉鲁发现中产阶层

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有着“不平等的童年”②，２０ 年后的追访进一步证实了在童年中获得优势的
中产阶层孩子在求职中熟悉游戏的规则③更容易得到机构的喜爱和认可。④不可否认，优势阶层总是尽

可能维持阶层优势，存在着自我生产的倾向⑤，寒门的“中国梦”是否也已经破碎，寒门能否出贵子？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回到了本研究最初的设问，即文化资本具体的作用机制，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

究竟在哪里？这些差异能否弥补？有学者研究表明，不同阶层在家庭教养模式上仅存在资本投入的差

异，在惯习方面并没有出现明显区隔⑥，对工人阶层的家庭教育存在“污名化”的理解⑦。与西方不同的

是，我国中产阶层的家长与学校、教育机构并没有达成共识，依然实行以考试为主的教育制度；另外，不

管是中产阶层还是工人阶层内部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很难形成统一的阶层惯习。

不可否认，代际传递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过程中，代际传递的方式也呈现从“直接性”向“间接性”、“显现性”向“隐蔽性”转变的特征。与经济资

本、社会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无法直接传递给子代，必须通过教育过程才能作用在孩子身上，这又会

与家庭背景发生联系，因此，文化资本既是代际传递的重要内容也是阶层地位维持的重要方式。总体上

说，“资本的代际传递程度决定着社会差异的代际延续以及社会的再生产程度”⑧，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而社会阶层的固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由文化资本代际

传递造成的不平等容易被工业化进程、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绩效主义掩盖，所以容易被忽视。但文化资本

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明确了阶层之间的界限（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导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阶层流动减少，不利于
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公平。

本文是一项定性研究的尝试性探索，自然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定性研究本身的缺

陷，造成阶层之间差异的因素很多，由于无法控制变量，因此不能保证其影响多大程度上是文化资本的

代际传递造成的；第二，本研究是对上海市的中产和非中产家庭所作的研究，虽然定性研究不要求推广，

但上海城市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该研究可能只适用于上海。第三，本文考察的就读小学的中产阶层家

庭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要想知道这些孩子将来的人生际遇如何，需要进一步跟踪调查，而当前中国

对个案深度追踪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笔者希望能够继续追踪这些个案，得出更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同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研究，并发现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

向。比如说，我们在探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方式的阶层差异时，主要考虑的是父母现在的社会地位，而

忽视了父母的社会出身（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对传递方式造成的影响⑨。目前关于文化代际传递的研究只涉及
两代人，如果探究三代人的“代际传递”将使研究更加完整。同时，不同阶层老一代在家庭教育中扮演

角色的差异也是可以继续推进的研究点。通过微观细致的日常生活观察了解不同地位和不同代际群体

的人生际遇。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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